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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村山塘水污染状况及形成机理研究 

金艳清 

( 南昌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00) 

摘要: 依据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对结果进行了

分析。结果显示: ( 1) 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是导致农村山塘污染的最重要原因，资源投入不足、环保意识薄弱是农村山塘水污染

形成的关键； ( 2) 政府部门监管会通过资源投入和环境保护意识影响利益相关主体的山塘污染治理行为，进而影响山塘水污

染水平，山塘污染企业的管理者或个体户社会资本在政府监管与资源投入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 3) 山塘水污染利益相关

者文化水平低下也是导致农村山塘水污染状况严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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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是在山区、丘陵地区用以挡水、泄水建筑物，正常蓄水位高于下游地面高程，总容积在 1 ～ 10 万 m3 的蓄水工程。农

村山塘原本具有防洪抗旱、洗衣物、养殖、甚至提供饮用水的作用，但随着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城镇污染工业转移加速、返乡

农民工创业潮的兴起，农村山塘的功能正悄然发生着转变，越来越多的山塘由清水塘变成了污水塘。山塘的水体污染不仅使其

作用衰退，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还会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危及地下水安全，长远来看，将严重影响当地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

正是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调查发现问题，探究了江西省农村地区山塘水污染的具体来源、污染程度； 其次，依据相关理论分

析了影响山塘水污染形成的各种因素及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建立了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模型； 然后，利用江西省农村山塘

相关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机理模型进行验证； 最后，对该模型中各变量间直接效用与间接效用运用 bootstrap 

法进行估计检验，得出了不同因素通过不同途径对农村山塘水污染影响的大小。 

1 江西省农村山塘水污染状况 

江西省农村地区多属丘陵地带，山塘很多，为探究江西省农村山塘水污染状况，从江西省 11 个地区不同县、乡选取了 300 

个具有山塘的农村村庄，对其山塘水污染状况及污染来源进行了调研，收到问卷 296 份，其中有效问卷 281 份，有效问卷占比

95%。水污染程度调查分没有污染、很少污染、一般程度污染、较严重污染、非常严重污染 5 个层次，水污染来源主要包括生活

污水及垃圾、农药化肥污染、禽兽养殖业污染、工矿业及农产品加工业污染、旅游业带来污染 5 种类型。调查结果显示，281 个

村庄中，没有污染及很少污染的只有 49 个村庄，其中完全没有污染的只有 4 个； 一般程度及以上污染的村庄达到 232 个，占

比达 82． 6%，其中比较严重及非常严重污染的有 140 个村庄，几乎占到总调查样本的 50%，其中受污染非常严重的村庄有 36

个。在污染较严重及非常严重的 140 个村庄中，污染的来源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村庄污染来源单一，但更多的是同时受多种污

染。其中受到生活污水及垃圾严重污染的村庄有 72 个，农药化肥严重污染的有 72 个，禽兽养殖业严重污染的有 62 个，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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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严重污染的有 33 个，旅游业带来严重污染的有 25 个( 具体如图 1 所示) 。另外，在污染非常严重的 36 个

村庄中，有 20 个村庄污染来源是禽兽养殖业，14 个来自工业及加工业污染。 

 

图 1   140 个污染严重农村山塘水污染来源状况 

根据调查样本可见，江西省农村山塘水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分析影响农村山塘水污染的因素，探究其形成机理显得

尤为重要。虽然有国内外学者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但针对农村山塘水污染的原因探索极少( 具体见 2． 1) ，且大多研

究以定性分析与个案分析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特别是关于哪些因素是主要因素，各相关因素之间会如何作用，并导致山塘水

污染事实方面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 

2 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模型构建 

农村山塘水污染的来源比较复杂。既有生活污水垃圾、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也有禽兽规模养殖、各类企业( 工厂) 等造

成的点源污染。考虑到非常严重污染的来源主要来自有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含有企业( 工厂) 、采矿

场、农产品加工厂或禽兽养殖场等组织的农村山塘水污染影响因素以及相互作用机理。 

2． 1 理论依据及假设 

2． 1． 1 污染治理行为对山塘污染水平的影响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主体是农户和政府
［1］

，农村点源污染的主体包括污染企业、政府、环保监督机构、媒体和农民等
［2］

。

其中环保机构行政隶属政府，政府更多的起监管或治理支持作用，而媒体极少关心农村山塘，因此，实际上农村山塘污染治理

的直接行为主体主要是污染企业( 工厂) 或组织( 如: 合作社、养殖个体户等) 和农村居民( 包括村干部、村民) 。依据利益

相关者理论，他们也是农村山塘污染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而在既定的环境规制下，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及行为关系会直接影响农

业污染及其防控
［3］
，农村居民、企业及养殖户的环境治理行为会直接关系到农村环境污染状况，甚至是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

［4 － 

5］
。由此提出假设 1。 

H1: 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2． 1． 2 环保意识对山塘污染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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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农村，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和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缺乏了解，环境意识较差
［6］

，农村环境治理群众基础薄弱，农民往往

只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或“搭便车者”，农户环境意识淡薄是制约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7］
。黄森慰

［8］
等认为农村居民缺

乏主动保护农村环境的意识，不能积极参与到农村环境的治理中来。农村相关主体环保意识的强弱不仅会影响农村环境治理行

为的开展，还会直接影响污染排放行为的发生，从而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污染水平。龚继红
［9］

等就通过实证发现农民的生态环保

意识的强弱会显著影响农民的施药行为。故提出假设 2 和 3。 

H2: 利益相关主体环保意识直接正向影响其水污染治理行为； 

H3: 利益相关主体环保意识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的污染水平。 

基于假设 1 和 2 的逻辑，同时提出假设 4。 

H4: 利益相关主体环保意识通过水污染治理行为，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水污染水平。 

2． 1． 3 资源投入对山塘污染水平的影响 

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方面的资源投入极少。中央政府主要将财政资金用于跨区域的大型水利投资、大江大河的治理等方面，

从而忽视了农村的基础公共设施需求
［10］

，农村居民没有能力满足环境规制的要求，经济和技术相对落后地区许多污染排放企业

也常常由于能力有限而无法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环保要求
［11］

，这是普遍现象。正是由于人才、技术及资金支持的不足，特别是

政府在财政上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支持不足是农村环境治理不善的重要原因
［12］

。杨卫兵
［13］

等也认为，由于治理成本过高，地方财

力不足，导致了农村水环境治理出现困境，而农村居民大多认为政府应该承担部分甚至是全部农村水环境治理的资金。由此提

出假设 5。 

H5: 资源投入直接正向影响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 

基于假设 1 和 5 的逻辑，同时提出假设 6 

H6: 资源投入通过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2． 1． 4 管理者社会资本对山塘污染水平的影响 

依据社会资本理论，个体社会资本是个体自我在一般的社会网络中所接触到的资源
［14］

，是个人依赖网络或更强大的社会结

构中的成员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
［15］

。中国又是关系和伦理本位的国家，社会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本是

在关系及“面子”方面的拓展和延伸，因此，管理者通过建立社会资本，可以获取更多的社会稀缺资源
［16］

，这些资源可能来自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其他相关组织等。当然，由于农村污染组织中管理者迫于处理好农村内部及外部的关系网络，往往也会

一定程度上增加自身环保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但杜焱强通过案例分析也发现，欠发达地区关系网络由于人情关系的变异阻

碍了居民诉求渠道从而制约农村环境治理
［17］

。且利益需求越大、与养殖户关系越密切的社会个体越不会采取行动参与治理。当

地相互联系紧密的社会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
［18］

。故提出假设 7 和 8。 

H7: 管理者社会资本［管理者是指污染企业( 工厂) 或养殖户等污染组织的管理者，下同］直接正向影响资源的投入； 

H8: 管理者社会资本直接反向影响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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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假设 1，5和 7，及假设 1 和 8 的逻辑提出假设 9 和 10。 

H9: 管理者社会资本通过资源投入、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H10: 管理者社会资本会通过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间接正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2． 1． 5 政府部门监管对山塘污染水平的影响 

依据环境规制理论，环境规制压力是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原因。环境政策工具是减缓环境破坏，

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
［19］

。然而，环境政策或规制只有通过政府部门的巡查、惩罚和宣传等监管行为才能让排污企业或其他

组织感受到压力，政府部门的监管是环境规制、政策落地的保障。因此，切实执行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相关制度，把各项制度

落到实处，才能达到水环境治理的预期目标
［20］

。Kagan
［21］

等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14 家造纸厂的环境行为进行了研究，

发现严格的政策压力使造纸业的环境行为大为改观。谢志明
［22］

也认为，在制度完善，不存在权利寻租的情况下，政府监管对企

业环境管理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推动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11。 

H11: 政府部门监管直接正向影响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 

关于政府部门监管影响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途径，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有 3 条。 

其一，促进资源的投入。Biglan
［23］

认为政府的强规制迫使企业将环境行为外部成本内部化到其生产成本中，从而影响到了

企业环境行为； 李冰
［24］

则提出，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 李阳［25］等也认为在环境规制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

将增加环境保护研发方面的人力和财力。故提出假设 12。 

H12: 政府部门环境监管直接正向影响资源投入。 

其二，促进社会资本的投入，主要体现在污染者社会关系网络的加强。在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时，企业家会有意识地加强

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以获得来自不同群体的信息和资源，环境压力对企业家社会网络规模具有正向作用
［26］

。Khanna
［27］

等的研

究同样表明，在政府监管严格且影响较大的地区，企业通过市场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就会较高，企业更倾向于建立一种紧密的

政企关系，使其在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中获得更多优惠。政企关系会影响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
［24］

。由此提出假设

13。 

H13: 政府部门环境监管正向影响管理者社会资本。 

其三，提升环保意识，Karassin
［28］

等用多层次分析法论证了环境部门的监管会影响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和态度，并最终促进

企业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罗万纯
［29］

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在环保政策宣传教育方面缺乏持续性，且缺乏有效组织，环境保护宣传大

多流于形式，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这些直接导致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足。李君
［30］

等的研究也表明，农村环境问

题主要来自农村内部，农村除了缺少污染治理设施和环保监管机构或人员外，极少接受环保培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故提出假

设 14。 

H14: 政府部门环境监管直接正向影响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意识。 

基于假设 1 与 11，假设 12 与 5 或 6，假设 13 与 9 或 10，假设 14 与 3 或 4 逻辑，提出假设 15，16，17，18，19 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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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5: 政府部门监管通过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正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H16: 政府部门监管通过资源投入、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H17: 政府部门监管通过管理者社会资本、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正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H18: 政府部门监管通过管理者社会资本、资源投入、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H19: 政府部门监管通过环境保护意识，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H20: 政府部门监管通过环境保护意识、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2． 1． 6 利益相关者文化水平对山塘污染水平的影响 

农户文化程度是影响其对农村环境治理关注程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8］
。田万慧

［31］
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甘肃农村居民的文化水

平与环保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宋言奇
［32］

运用问卷调查法从

环保知识掌握、环境态度及环境行为自觉性 3 个方面分析了文化水平与苏州地区农村居民环保意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民

文化水平越高，环保意识也越强。由此提出假设 21。 

H21: 利益相关者文化水平直接正向影响其环保意识。 

基于假设 21 和假设 3 或 4 的逻辑，提出假设 22 和 23。 

H22: 利益相关者文化水平通过其环保意识，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H23: 利益相关者文化水平通过其环保意识、污染治理行为，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2． 2 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模型 

依据上述假设中变量的关系，本文提出如图 2 所示的农村山塘污染形成机理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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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模型 

3 模型的检验与分析 

3． 1 变量设置与数据分析 

潜变量“政府部门监管( y1) ”包括 3 个观察变量，包括政府部门的环境规制的宣传力度( x1) 、政府部门对农村山塘水

污染状况的巡查力度( x2) 和政府对农村山塘水污染主体的惩罚力度( x3) ； 潜变量“管理者社会资本( y2) ”包括村内部社

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即山塘水污染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的与同村村民、同村企业管理者及村干部的社会关系( x4) 

和山塘水污染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的负责人与上级政府部门社会关系( x5) ； 潜变量“资源投入( y3) ”包括 4 个可

观察变量，包括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人力投入( x6) 、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及设备投入( x7) 、山塘水污染企业( 工厂) 或

个体户等组织的人力投入( x8) 、山塘水污染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的资金及设备投入( x9) 。潜变量“利益相关者受

教育水平”( y4) 包括 3 个可观察变量，分别是农村村民文化水平( x10) 、村干部文化水平( x11) 及山塘水污染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的管理者文化水平( x12) ； 潜变量“利益相关者环保意识( y5) ”包括 3 个可观察变量，分别是农村村民环

境保护意识( x13) 、村干部环境保护意识( x14) 及山塘水污染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的管理者环境保护意识( x15) 。

以上 5 个潜变量的可观察变量都是利用李克特量表形式设置题项，如变量“政府部门监管”中的 3 个可观察变量设置成“环境

规制宣传力度大小”、“山塘水污染巡查力度大小”、“对山塘污染主体的惩罚力度大小”，回答选项包括“非常小、较小、一般、

较大、非常大”5 个等级，依次用 1，2，3，4，5分进行度量。 

变量“山塘水污染治理行为( y6) 和山塘水污染状况( y7) ”都设置成可观察变量。前者包括 5 个题项，分别为是否对山

塘换水、清淤或垃圾打捞，是否进行废物加工或再利用，是否送污水处理厂处理，是否建设废物、废水收集装置，是否将废弃

物进行市场交易再利用，选“是”得 1 分，选“否”则得 0 分，5 个题项得分总和即为样本村庄山塘水污染治理行为得分，后

者也包括 5 个题项，分别为山塘受生活污水、垃圾污染状况，山塘受农药化肥污染状况山塘受禽兽养殖污染状况，山塘受农产

品加工、小作坊、小化工等工业企业污染状况，山塘受旅游业带来污染状况。题项为没有污染，污染较轻、一般程度污染，污

染较严重，污染非常严重，得分依次为 1，2，3，4，5分。每个样本村庄以其得分最高的题项代表该样本村庄山塘水污染状况，

也与事实也基本相符。 

选择了含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的样本村庄共 217 个，各变量调查数据均值、标准差及标准误如表 1 所示。依据表

1 数据，17 个变量中，变量山塘受污染水平( y6) 均值最高，达到 3． 53 分，说明江西省农村山塘污染水平较高，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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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乐观。其他 16 个变量均值都在 3 分以下，且大多在 2． 5 分以下，说明江西省农村不仅政府监管乏力、环境保护设施及

人力投入很少，农村村干部，企业( 工厂) 管理者、个体户及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很弱，农村村干部，企业( 工厂) 管理者、个

体户及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想对低下，农村山塘污染治理行为也很少。 

表 1 调查样本数据统计描述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x1 217 2 . 38 0. 89 0.060 x10 217 2 . 32 0. 76 0.052 

x2 217 2. 17 0. 89 0.060 x11 217 2 . 71 0. 79 0.054 

x3 217 2. 11 0. 95 0.064 x12 217 2 . 69 0. 76 0.052 

x4 217 2.67 0. 96 0.065 x13 217 2 . 25 0. 95 0.064 

x5 217 2.62 0. 98 0.067 x14 217 2. 52 0. 91 0.062 

x6 217 2. 17 0. 93 0.063 x15 217 2 . 37 0. 87 0.059 

x7 217 2. 22 0. 95 0.064 y6 217 2 . 47 1. 22 0. 083 

x8 217 2. 17 0. 93 0.063 y7 217 3. 53 0. 95 0.064 

x9 217 2. 17 0. 93 0.063      

3． 2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检验问卷调查结果可靠性的一种工具，对包括 15 个观察变量指标在内的 5 个潜在变量进行了信度检验，

Cronbach’sα 值都在 0． 8 以上，这说明问卷及数据可靠性很好，内在质量佳； 另外，采用 AVE( 平均方差抽取量) 来测量

各潜在变量的构念效度，该指标值越大，表示观察变量愈能有效反映其共同因素构念的潜在特质，检验结果发现 AVE 值都在 0． 6 

以上( 具体如表 2 所示) ，说明各潜在变量都能较好地解释相应的可观察变量。 

表 2 信度与效度检验 

观察变量 对应 

潜变量 

信度检验 （ a 值 ） 效度检验 

（ AVE） 

x1，x2，x3 y1 0. 886 0. 731 

x4，x5 y2 0. 823 0. 697 

x6 ，x7 ，x8 ，x9 y3 0. 928 0. 723 

x10 ，x11 ，x12 y4 0. 816 0.607 

x13，x14，x15 y5 0. 864 0. 687 

注: 判别标准是: Cronbach’s α ＞ 0． 6; AVE ＞ 0． 5。 

3． 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3． 3． 1 实证检验 

为确定用何种方法进行估计，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偏度系数最大值为 0． 699，明显小于 3，峰度系

数最大值，0． 848，明显小于 8，根据 Kline 的观点，说明各指标变量符合正态分布。因此可用最大似然法( ML) 进行估计，

根据理论逻辑，先不考虑 y1 和 y4 的共变关系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最大似然法检验得到原模型适配度及路径估计系数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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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路径系数标准化估计及检验 

路径 估计系数 

（ 标准） 

原模型 

标准差 

S. E. 

 

临界比 

C. R. 

显著性 

P 

估计系数 

（标准） 

修正模型 

标准差 临界比 显著性 

P 

假设检验 

状况 

S. E. C. R. 

y1→y2 0.350 0.093 4. 589 ＊＊＊ 0.356 0.092 4. 682 ＊＊＊ H12 通过 

y1→y3 0.l01 0.0l5 9. 81l ＊＊＊ 0.l09 0.0l5 9.920 ＊＊＊ H13 通过 

y1→y5 0. l2l 0. 066 9.198 ＊＊＊ 0. 654 0. 069 8.l33 ＊＊＊ H14 通过 

y2→y3 0. 160 0.056 2. 462 0.014 0.153 0.056 2. 366 0.018 Hl 通过 

y3→y6 0.198 0.1l4 1. l6l 0.0l6 0. 2l2 0.13l 3.12l 0.002 H5 通过 

y4→y5 0. 38l 0.0l2 5 . 64l ＊＊＊ 0.319 0.0l6 4. 885 ＊＊＊ H21 通过 

y5→y6 0. 164 0.218 1. 4l1 0. 140 0. 282 0.15l 3.206 0.001 H2 通过 

y6→y7 -0.354 0.049 -5. 626 ＊＊＊ -0.35l 0. 049 - 5. 626 ＊＊＊ H1 通过 

y1→y6 0. 188 0.252 1. 221 0. 225 - - - - H11 未通过 

y2→y6 -0.011 0.098 -0.156 0. 8l8 - - - - H8 未通过 

y5→y7 -0.09 0.106 -1.304 0.192 - - - - H3 未通过 

根据表 3 中原模型路径系数的估计结果发现， y2→y6， y1→y6， y5→y7， y5→y6， y3→y6 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 011，

0． 188，－ 0． 09，0． 164，0． 198，但临界比( C． R． ) 都小于 1． 96，所以都不显著。但从表 4 可以看出，原模型

的绝对适配度指标中 CMIN/DF 和 RMR 没有达到标准，增值适配度中 RFI 指标也没有达到标准，说明原模型适配度不佳，有待修

正。检验过程中还发现，外显变量 y1 与 y4 之间的修正指标 M． I． 达到 40． 123，因此考虑 y1 与 y4 之间确实存在共变关

系，用双箭头将其连接起来，同时考虑模型的简约性，对不显著的路径按其显著性 P 值从大到小依次删除。在依次删除 y2→y6， 

y1→y6 和 y5→y7 3 条路径并估计检验后，得到如图 3 所示修正模型。修正模型不管是在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还是简约

适配度都有提高，且都符合模型适配标准( 如表 4) ，说明模型适配度佳，模型与观察数据相符，模型整体设计较好，能有效反

映现实情况，江西省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如图 3 所示。 

表 4 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模型的适配度检验 

模型类别 绝对适配度 增值适配度 简约适配度 

CMIN/DF ’ RMR GFI NFI RFI IFI PNFI PGFI 

原模型 2 ． 015 0． 106 0． 901 0 ． 904 0 ． 881 0． 949 0． 731 0． 648 

修正模型 1 ． 604 0． 037 0． 917 0 ． 922 0 ． 905 0． 969 0． 759 0 ． 671 

注: 模型适配标准要求: CMIN/DF ＜ 2、RMR ＜ 0． 05、GFI ＞ 0． 9、NFI ＞ 0． 9、RFI ＞ 0． 9、IFI ＞ 0． 9、

PNFI ＞ 0． 5、PGFI ＞ 0． 5 

据表 3 和图 3，最后得到的修正模型包含 y1→y2，y1→y3， y1→y5， y2→y3， y3→y6， y4→y5， y5→y6 和 y6→y7 8 

条路径，路径系数分别为 0. 356，0. 709，0. 654，0. 153，0. 272，0. 319，0. 282 和－ 0. 357，各路径系数的临界比( C． R． ) 

绝对值都大于 1． 96，P ＜ 0． 05( 如表 3) ，检验结果显著，修正模型中的路径系数有效，对应变量间影响关系事实存在，

影响大小可信。由此可得，假设 H1，H2，H5，H7，H12，H13，H14 和 H21 通过检验。由原模型检验结果，假设 H3，H8 和 H11 没

通过检验。即 y5 对 y7，y2 对 y6，y1 对 y6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H22，H18，H20，H10 和 H19 没有通过检验，其对应间

接效应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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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村山塘污染形成机理修正模型估计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中两条紧密相连的路径中，X 对 Y 显著，Y对 Z 显著，但 X 对 Z 不一定显著，因此必须对变量间的间接效应

进行检验。传统的方法是因果分析法、系数相乘法等，但他们分别存在“没有对中介效应检验”和“对中介效应的抽样分布往

往难以达到要求”的缺陷，因此本文选择能有效解决由于中介效应非正态分布导致的显著性检验失效问题的 Bootstrap 法，对

修正模型中各变量间的间接效应进行检验。该方法通常有Bias-correctedPercentile 和 Percentile 两种估计置信区间的方法，

估计得到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间接效应显著，包含 0，则间接效应不显著。考虑到其中涉及多重中介效用，运用 Mplus 软件

采用此法检验后得到结果如表 5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5种影响因素通过 7 种路径影响山塘污染水平体现的间接效应的 95% 的

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间接效应都呈显著状态。因此，假设 H4，H6，H9，H16，H18，H20 和 H23 都通过了 Bootstrap 检验。 

表 5 修正模型的间接效用检验 

间接影响 包含路径 间接效应 
BC-Percentile95 % CI Percentile95 % CI 假设检 

验状况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y1→ y7 总间接效应 －0． 14＊＊ － 0 ． 202 －0． 084 －0． 200 －0． 082 无假设 

 y1→y2→y3→y6→y7 －0． 005＊＊ － 0． 019 －0． 001 －0． 015 －0． 001 H18 通过 

 y1 →y3 →y6 →y7 －0． 069＊＊ －0．144 －0． 023 －0．133 －0． 016 H16 通过 

 y1→y5 →y6→y7 －0． 066＊＊ －0．154 －0．017 －0．138 －0． 011 H20 通过 

y2→ y7 y2→y3 →y6→y7 －0． 015＊＊ － 0． 038 －0． 003 －0． 034 －0． 001 H9 通过 

y3→y7 y3→y6→y1 －0． 097＊＊ －0．169 －0． 038 －0．166 －0． 034 H6 通过 

y4→ y7 y4→y5→y6→y7 －0． 032＊＊ － 0． 065 －0．012 －0． 062 －0． 011 H23 通过 

y5→yl y5→y6→y7 －0．101＊＊ －0．184 －0． 039 －0． 182 －0． 038 H4 通过 

注: Bootstrap 抽样次数为 2000 次，其中， y1→oy6 和 y1→y7 所含多重间接效应的检验利用 Mplus 软件运算得到，＊

＊表示在 0． 05 水平显著 

3． 3． 2 结果分析 

根据信度、效度及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修正模型从内在质量和整体构架上都能较好地说明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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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5 修正模型检验结果，政府部门监管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社会资本、资源投入及利益相关主体环保意识，这与Khanna，

Biglan 和罗万纯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政府监管部门对资源投入的影响最大，路径系数达到 0． 71。检验结果同时显

示，政府部门监管对利益相关主体水污染治理行为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依据表 5，可以看出政府部门监管通过 3 种间接途径

显著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水污染水平。一是通过管理者社会资本，资源投入，水污染治理行为，进而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二

是通过影响资源投入，水污染治理行为，进而间接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三是通过影响利益相关主体环保意识，影响环境治

理行为，间接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其中第 2 种间接效应最大，为－ 0． 069，第 3 种间接效应次之，为－ 0． 065，第 1 种

间接效应最小，为－ 0． 005，总间接效应为－ 0． 14。 

根据表 3 检验结果，资源投入和利益相关主体环保意识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直接影响都显著为正，影响力度相近，路径系

数为 0． 192 和 0． 185，说明增加资源投入和增强农村各相关主体的环保意识对山塘水污染治理都非常关键。根据表 5 检验

结果，资源投入会通过影响环境治理行为进而间接影响山塘污染水平，间接效应为－ 0． 097； 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意识会通

过环境治理行为间接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间接效应为－ 0． 101，结果显著，说明资源投入越多，环境保护意识越强，农

村山塘污染水平越低，反之则反。 

原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管理者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行的影响为负，检验结果并不显著，说明污染组织的寻租现象并不普遍，

原因可能与近些年反腐力度的增加导致相关部门官员因机会成本太大而放弃不作为行为有关。但修正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管理

者社会资本对资源投入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管理者社会资本越强则获取政府资源的能

力越强，二是管理者社会资本越强，其通过政企关系获取的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的信息更多、更准确，迫于规制压力及村庄内

部要求从而增加其自身的资源投入。同时，管理者社会资本会通过资源投入，环境治理行为，间接显著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间接效应为－ 0． 015，说明管理者社会资本越强，山塘污染水平越低，反之则反。 

据表 3 检验结果，利益相关者文化水平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相关主体文化水平越高，其对农村

山塘水污染的危害认识更足，对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理解也更为到位； 据表 5 检验结果，利益相关者文化水平会通过环境

保护意识，环境治理行为，进而间接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间接效应为－ 0． 032，说明利益相关者文化水平越强，农村山

塘污染水平越低，反之则反。同时也说明教育对农村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性。环境治理行为和环境保护意识对农村山塘污染水平

的影响都为负，前者显著后者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当前农村山塘污染大多已经受到较严重污染有关，环保意识强虽然能减少相

关主体的污染排放，但不能降低当前山塘高的污染水平。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根据江西省农村山塘水污染状况及原因的调查结果，经过模型适配度、路径系数及间接效应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 

江西省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机理如图 3 所示。环境监管会通过 3 种途径间接影响农村山塘水污染水平，农村企业( 工厂) 或个

体户等组织管理者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环保意识、资源投入都会通过特定途径途径间接影响农村山塘水污染水平； ( 2) 政

府部门监管无力是导致农村山塘污染严重的最重要原因，政府部门监管是控制农村山塘污染最有力的手段。根据调查，政府部

门在环境规制的宣传、山塘污染状况巡查及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惩罚力度很弱，得分仅为 2． 38、2． 17 和 2． 11； 政府部门

监管会通过 3 条途径间接反向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即监管越差，则污染水平越高。与其他因素相比，它对农村山塘污染水

平的影响最大，效应为－ 0． 14。在其间接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的 3 种途径中，“政府部门监管通过资源投入，水污染治理

行为，进而对农村山塘污染水平的影响最大。政府部门监管对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环保意识及

资源投入等因素的影响也很大。( 3) 资源投入不足、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是农村山塘水污染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这两者对山

塘污染水平的间接影响很大；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监管、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文化水平都会通

过这两者或两者之一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污染治理行为，并最后影响农村山塘污染水平。根据表 1，资源投入变量 x6， x7， x8， 

x9 的得分平均仅 2． 18，可见资源投入很少，导致资源投入不足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各部门对农村山塘的污染状况并不了解，或

者了解但其资金投向了更具影响力的大江大河或大湖，忽略了农村山塘的人力物力投入，特别是人力的投入。同时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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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污染企业或养殖户对山塘污染的危害不够了解，又迫于治理成本而不愿投入人力物力也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4) 企业( 工

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社会资本的羸弱也是间接导致农村山塘污染严重的因素之一，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社会资本的加

强并不会直接减少农村山塘污染治理行为，与杜焱强的观点并不一致。可能原因是，虽然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但大多农村村民、

村干部以及污染组织的管理者与政府部门，特别是与环境相关的政府部门关系还很弱，寻租行为也难以产生； 另外，随着打工

潮和城镇化的兴起，污染组织管理者与村民、村干部之间，以及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弱化，信任水平降低，导致因人情关

系产生的相互包庇现象减少、而互惠规范原则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 农村村民、村干部以及农村污染组织管理者文化水平

相对较低也是间接导致农村山塘水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因为文化水平低会使其难以准确了解山塘污染的严重性、危害性，对

国家环境规制的了解也少，因此环保意识就弱，从而少有采取污染治理行为，则农村山塘水污染就愈加严重。 

本文只讨论了政府监管、企业( 工厂) 或个体户等组织社会资本、环保意识、资源投入、居民文化水平 5 个主要因素对江

西省农村山塘水污染治理行为及水平的影响及其间的作用机理，并未深入讨论导致这些因素产生背后的原因，这将是笔者今后

需要致力的方向。另外，本文结论是基于调查所得样本基础上得出，但文中调查样本只有 300 个，有效样本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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